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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号黑体）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五号楷体GB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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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12.8（五号Times New Roman）文献标识码：A
许多文献研究了地方政府收入或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外部收入，如上级政府向下的转移支付、国际组织的资金援助等，对政府行为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地方政府获得较多的外部收入，会引起“贪婪效应（voracity effect）” (Tornell and Lane，1999等)，官员竞争使用外部资金的结果是更多的资金会流向非生产性渠道以及腐败等。第二，外部资金的获得与地方经济发展及财政政策行为相关性较弱。事实上，地方经济的发展反而会降低外部收入所得。特别是经济贫弱、发展条件较差的地区，外部收入几乎是其主要的政府收入来源。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往往缺乏发展经济的激励（Olson，1993；McGuire and Olson，1996等）。第三，如Dalmazzo and de Blasio(2003)所述，为经济增长进行的政府改革可能改变或是限制官员的寻租空间和能力，官员面对的这种负向激励事实上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改革的瓶颈。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目前主要发生在中央与各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改革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现有文献对中国的研究主要关注省以下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地方政府收入与其行为的分析还比较欠缺，本文试图对此有所贡献。（五号宋体）
一、理论回顾（小四黑体）
财政分权目的之一在于为民众谋求福利，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但同时也会产生相应的成本。本文将这种影响福利和成本的因素定义为分权的需求面要素；相应地，供给面要素可以定义为政府收入结构、权力的制度安排等标识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方面的要素（五号宋体）。

（一）公共服务提供的需求面因素（五号黑体）
Oates(1972)认为，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具有消费者和生产者优势。消费者优势来源于地方公共品能更好的匹配差异化的地方民众偏好。生产者优势则是因为不对称信息，即地方政府更了解辖区公共品的生产成本和相应的收益。因此公共品由地方提供更有效率。按照Oates(1972)的分析，分权将会更偏好更小的地区和更少的人口。（五号宋体）
Wheare(1964)将分权视为一种奢侈品，如Prud’homme(1995)所述，在低收入情形下，人们更多关心基本的需求，随着收入和经济增长，需求的差异化才逐步显现。Oates (1972) 和Panizza(1999)使用跨国数据检验发现，人均收入和财政分权显著正相关。但是，Wallis and Oates (1988)对美国州级数据的实证则认为，收入越高反而会引起集权。原因是如果富裕国家的政府更关心财富的均等，则上级政府会更多的集权，尤其在财政收入方面，目的是能够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达到均等目的。Bardhan and Mookherjee(2005)从政治经济学和官员寻租方面研究发现，为了防止地方政府被捕获以及腐败，那些志在促进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大型项目应当由上级政府控制。因此，整体上看，收入对分权的影响还是不明确的。

Wallis and Oates (1988)发现城市化会引起更高的财政分权，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城市政府更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7)的研究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交通、水供给以及垃圾和街道管理等会出现较高程度的分权，这会进一步促进政府整体分权的提高。

（二）公共服务提供的供给面因素（五号黑体）
    地方选民能否获得其偏好的公共服务与地方民主制度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地方官员面对较强选举竞争条件下，地方公共品与选民偏好就越有可能合理的匹配(Panizza，1999)。反之，地方民主制度发展越落后，地方官员与选民目标出现差异的概率就愈大，谋求辖区福利最大化的上级政府就会偏好集权的制度选择。

政府收入来源和结构与分权程度紧密相关。自身收入严重不足的地方政府是转移支付的主要受益者，地方官员在“横财效应”（windfall effect）的作用之下偏爱花光所有外部收入。同时，如果地方官员更多的考虑寻租，而不是经济效率，则官员会直接将外部收入留在本级政府，不会继续向下级政府配置。另外，由于外部收入不是直接来自辖区选民，因此，地方官员在配置外部资金时也较少会考虑辖区选民的偏好。这点也可以用“来源地原则”（derivation principle）说明，来源地原则建议上级政府应当让地方政府分享当地税收收入，目的是激励地方官员的税收努力和扩大税基；显然，政府间转移支付更多的是“公共池”（common pool）问题，不适合来源地原则（Boadway and Shah，2009）。另一方面，转移支付还可能存在严重的“粘蝇纸效应”（flypaper effect），即使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效率，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边际支出倾向也高于自有收入（Knight，2002等）。

分权与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紧密相关。即使所有地方政府都由公众选举产生，各区之间的“行政分权”（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也可能出现较大差异（Martinez-Vasquez et al.，2004）。在许多联邦国家，大区或州以下的预算或政策安排都不尽相同，有些州会将预算权完全赋予下级政府，并允许州以下政府自行制定其相关政策；部分州以下的预算或政策制定权却完全保留在州一级政府，如果州以下政府官员由州政府任命，则行政集权更为严重。

现有文献对中国省以下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呈现出如下几种取向：其一是研究中央与省之间财政关系的演变, 以及这种变迁对中央与地方间关系的影响(Lardy，1975；Oksenberg and Tong，1991；Wong，1992等)；其二是研究县乡政府与地方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模式，从地方政策的客观效果来判定地方政府的政策意图(Oi，1992，1996；Byrd，1990；Song，1990；Walder，1995等) 。第三是研究省以下财政支出结构以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小勇,2008；尹恒和朱虹,2011等）。本文与上述文献不同，重点关注省以下政府收入结构与政府间关系。

三、实证研究（小四黑体）
（一）变量与数据（五号黑体）
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以及中国现实情况，本文进行如下变量选取和设计。

财政分权（DEC），本文的因变量，用人均县级政府支出占人均省级政府总支出的比例表示；转移支付变量（TRA），用县级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占其总收入的比例表示。需求面因素考虑以下变量：县级人均GDP（PGRP）；县级人口（POP）；县级地理面积（AREA）；县级城市人口比例（URBAN）。供给面因素变量包括：是否是自治县（ANTO），哑元变量，如果是自治县，值为1，否则为0；小学入学率（EDU），用来表征地方民主意识。

另外，自然资源禀赋也是影响分权的重要因素，“资源诅咒”相关研究文献表明，丰富的自然资源很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地区政府财政来源严重自然禀赋的收入，则集权会是政府的必然选择。因此，本文构建自然资源丰度变量RESOU，所在省采掘业固定资本投资与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之比。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包括1993-2005年间全国2300多个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相关统计数据。由于在样本期内地方政府行政区划变化较大，本文以2005年行政区划为标准保留没有变更的县和县级市。但该统计资料中的GDP数据仅包含1997年之后的数据，因此本文构建的数据结构为1997-2005年间1864个县和县级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自然资源丰度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分析：兼论“省直管县” （五号黑体）

对静态模型的检验发现，县级人均收入与分权显著负相关，这与Wheare (1964)等认为的分权是一种奢侈品的观点不一致，富裕地区要求更多的公共品和福利项目主要发生在省际层面；城市化水平越高，分权程度越低，这与现有的理论和实证文献（Wallis and Oates，1988；Letelier，2005等）不一致，城市公共品提供似乎不是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的关注的重点。人口变量与分权显著正相关，地理面积与分权与分权正相关，但不显著。供给面因素回归结果表明，自治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行政分权。自然资源丰度与“资源诅咒”实证文献一致，但本文更多表明了政府对资源收入的依赖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政府“食利”行为。对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滞后1期被解释变量在统计具有很好的显著性，它表明中国的省以下财政分权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人均收入与自然资源丰度显著性有所降低，其它变量与静态估计结果一致。

省直管县制度缩短了财政补助资金流程，避免了转移支付过程中资金被截流或腐蚀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暂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从这个角度讲，省直管县是有效率的。但是，当前县级政府最缺乏的是与其支出责任相匹配的收入来源和地方自治，而最不缺的是来自上级政府的各种干预。在省直管县制度安排下，县级政府为了换取省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可能不惜以牺牲自身预算独立性为代价，在这种情形下，省级政府则很可能以自身的偏好主宰下级政府偏好，下级财政则逐步丧失本已严重受到侵蚀的预算独立权，由一级独立的预算实体逐渐蜕变为省级政府的附庸和派出机构。事实上，省直管县模式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中国的省以下财政关系发展现实表明，省级政府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集中者，这种财力的向上集中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县级政府的预算独立性，因此，从逻辑上讲，应当限制省级政府的权力。但是，省直管县模式却恰恰背道而驰，它进一步强化了省级政府的权力，加剧了地方财力向上集中的不可逆性。省直管县与过去市管县体制的区别仅在于限制了地（市）级对县级集中财力，并不妨碍省级政府继续集中财力。

其次，分权之后，省级政府为了地区利益往往对经济活动设置省级流动限制，这种经济管制降低了省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所谓的经济增长“俱乐部效应”就是对此现象的较好诠释。但是在省辖区内部，经济活动可以在县际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县际政府竞争效应将发挥作用，政府有激励拓展税基，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如果在“双重援助依赖”的省区继续采用集权制度，很可能引起中央转移支付被省严重挤占或腐蚀，县级收入被省级政府掏空的恶性循环。

虽然在理论上已经表明，省内财政分权比集权更有优势，但实际的分权制度设计却是困难重重。Bahl and Wallace(2003)设计的“命令模式”（mandate model）可以作为参考。命令模式的含义是指中央政府直接颁布命令规定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显然，命令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中央与省”和“省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保持一致，有利于中央政府政策在省以下得到有效执行。命令模式可以有效保证县级政府的财政资源不被上级政府所攫取或掏空，从而保障基层政府利益。需要指出的是，命令模式为省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搭建了一个制度框架，但并没有将省级政府的作用排除在外，省级政府仍然具有在省域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只是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

四、结论（小四黑体）
本文从财政分权的决定因素入手，实证分析了政府间转移支付对省以下财政分权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当前广泛存在的“省直管县”现象很好的印证了本文的结论。

省直管县改革并未对省级政府权力形成约束，也就没有触及中国基层政府财政困难的根源。省直管县制度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自治模式，在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设计中省级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力。自治模式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省级政府具有在省内配置资源的优势，而自治模式导致的基层财政困难使我们反思这一假设是否成立。本文认为，如果不能有效约束省级政府的权力，这一假设不能成立，省级政府在省内配置资源的优势往往成为其集中县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借口，以及滥用中央政府赋予的这种权利的挡箭牌。

本文的分析表明，“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主要发生在省级政府层面，分权赋予省级政府的权力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捕获；县级政府在省直管县体系下剩下的权力空间更小，甚至有成为省级政府的附庸和派出机构的可能。如果在“双重援助依赖”的省区继续采用集权制度很可能引起恶性循环，即省级政府严重腐蚀或耗尽中央转移支付，县级政府所获得的转移支付在被省级政府压榨和挤占之后可用资源所剩无几个；在省直管县下，县级政府权力和收入都被省级政府掌控，从而极易成为一个空壳机构。事实上，由于县级政府权力和资源都相对较少，地方精英更加偏好捕获省级政府；并且，因为地区发展的自我保护，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要高于省际间的流动性，县级政府为经济增长展开竞争的激励更加强烈。

因此，为确保地方政府财政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制衡机制对省级政府权力形成约束。结合转轨国家的经验，本文认为要解决中国基层财政困难必须改变当地方财政体制设计完全由省级政府制定的格局，将省以下财政自治模式转变为命令模式，实现中央—省—地（市）、县政府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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